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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环境中微生物驱动的甲烷好氧氧化作用是甲烷迁移转化过程的关键环节之一，在降解甲烷方面的贡献不容忽视，能

够有效降低甲烷大气通量、影响海洋碳循环。本文系统调研了国内外文献资料，认识到海洋环境中甲烷好氧氧化的赋存范围

十分广泛，可赋存于超过 3 000 m 水深的深海环境、热液喷口等极端环境，其中海底高压、渗漏甲烷的动态运移等是甲烷好氧

氧化所面临的特殊环境，在该赋存环境下，好氧甲烷氧化菌主要以 I 型氧化菌为主。I 型与 II 型氧化菌对甲烷、微量金属元素

等环境条件具有一定偏向性，并且在水体和沉积物两种赋存环境下氧化菌的类型也不尽相同。同时，在该赋存环境下甲烷好

氧氧化强度存在时间或空间上的差异，受温度、甲烷浓度、氧浓度、微量金属元素等环境因子影响显著，但目前对压力以及甲

烷渗漏运移状态对好氧氧化过程的影响规律认识不清。随着深海科研探索不断发展，甲烷氧化菌菌群多样性研究将更加丰

富。此外，还需进一步针对海底高压渗漏状态下的好氧氧化过程开展精细研究工作，进一步理解海洋环境中甲烷的好氧氧化

规律，这对深刻揭示甲烷迁移转化机制、科学评估甲烷生态环境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海洋甲烷渗漏；甲烷好氧氧化；好氧甲烷氧化菌；甲烷降解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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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driven  by  methanotrophs  is  a  key  process  for  methane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marine
environment.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degradation  of  methane  should  not  be  ignored  because  it  may  effectively  reduce  methane  flux  to  the
atmosphere  and  affect  the  carbon  cycle  in  the  sea.  In  this  paper,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ar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from which  it  is  found that  the  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occurs  widely  in  marine  environment.  It  may even  occur  in  some
extreme  environments  with  very  high  pressure  and  dynamic  migration  of  methane  seepage,  such  as  the  deep  sea  and  hydrothermal  vents  at
depths of more than 3 000 m. In these environments, methanotrophs are mainly predominated by the type I of oxidizing bacteria. Meanwhile, the
type I and type II of oxidizing bacteria have a certain bias to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uch as methane and trace metal elements, and the types
of oxidizing bacteria are also different in water and sediment. At the same tim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occur in the aerobic oxidation
intensity of methane, which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such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temperature, methane concentration, oxygen concentration
and  trace  metal  elements.  However,  the  influence  of  pressure  and  methane  seepage  on  aerobic  oxidation  is  not  so  clear  up  to  date.  Furthe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are required so as to enrich the knowledge on diversity of methane-oxidizing bacteria and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phys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it is a need to carry out detailed research on the aerobic oxidation proces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ubmarine high-pressure leakag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oxidation process of the environment. It would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vealing  of  the  mechanism  of  methane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t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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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作为地球的主要碳库之一，是温室气体

甲烷的重要源和汇，在全球碳循环及生态环境调

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1]。据统计，每年由海洋产

生的甲烷量为 85～300 Tg/a，占全球甲烷总产量的

7%～25%[2]，然而海洋最终向大气释放的甲烷不足

10 Tg/a[3]，大部分甲烷在向上运移的过程中发生了

生物地球化学转化，被海洋中微生物代谢消耗（包

括甲烷厌氧氧化和甲烷好氧氧化）[4]（图 1）。虽然长

期以来甲烷厌氧氧化作用被认为是海洋拦截甲烷

排放的主要因素 [5-6]，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无论从赋

存范围还是从甲烷降解潜力来看，海洋环境中甲烷

好氧氧化（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AeOM）在降

解甲烷方面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7-8]。

海洋环境中 AeOM主要发生于含氧的沉积物

层、沉积物-水界面和水体中，其赋存环境特殊且十

分复杂，例如高压、低温、少氧以及甲烷动态渗漏

等 [5]，这些因素耦合叠加导致海洋 AeOM研究难度

大。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和海洋调查技术的快速

发展，越来越多海底极端环境下的 AeOM作用及其

相关微生物证据被发现，包括超过 3 000 m水深高

压环境下的 AeOM速率监测证据、极酸极热或缺氧

环境中的好氧甲烷氧化菌迹象等 [9-10]。在这些复杂

环境条件下 AeOM的分布特征、甲烷降解能力以及

甲烷氧化菌类型和丰度等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8, 11]，

某些极端环境下还可能存在特殊的甲烷氧化菌新

菌种 [12]。但目前针对海洋环境中 AeOM特征还没

有相关的综述对其进行总结归纳，缺乏对海洋

AeOM的全面认识，制约了对甲烷生态环境功能以

及海洋碳循环的深入理解。

本文综述了海洋环境中 AeOM的相关研究进

展，介绍了 AeOM在海洋环境中的赋存位置及赋存

环境特征，以及在该赋存背景下驱动氧化发生的甲

烷氧化菌菌群特性及分布特征，同时总结了不同赋

存环境中 AeOM所发挥的甲烷降解潜力及其影响

因子。另外，尝试展望了海洋AeOM研究的发展方向。 

1    海洋环境中 AeOM的赋存特征
 

1.1    海洋 AeOM 的赋存位置

AeOM是在好氧甲烷氧化菌介导下甲烷与氧分

别作为电子供体和电子受体的氧化反应，它的赋存

有反应物甲烷、氧和好氧甲烷氧化菌 3个必要条

件。首先，AeOM的赋存位置必然位于海底正在发

生或曾发生过气体渗漏的甲烷高异常海区。位于

深海沉积物中的天然气水合物[13]、常规油气资源[14]、

 

 
图 1    海洋渗漏甲烷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示意图 [2-3, 7, 15-18]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of methane seeps in the ocean[2-3, 7,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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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海岸带的浅层气 [19] 以及地壳深处地幔甲烷 [20]

等是海底渗漏甲烷的主要来源，在地质构造活动、

人为勘探开发等因素的扰动下，甲烷会以冷泉或热

液流体的形式沿海底断裂、泥底辟、气烟囱等运输

通道在海底发生渗漏 [21]，从而形成海底甲烷浓度高

异常。据统计，目前已发现的海底冷泉数量可达数

千个，主要分布于大陆边缘及边缘海盆地 [22]，而海

底热液活动则主要分布在洋中脊、弧后盆地等构造

活动部位，已发现的热液喷溢区达数百个 [23]。另

外，河口海岸带区域的浅层气分布同样十分可观 [24]，

这些正在发生甲烷渗漏或存在潜在渗漏风险的环

境可为 AeOM的赋存提供必需的甲烷条件。

当甲烷达到一定浓度时，甲烷氧化菌及其好氧

氧化作用是否存在则受海底含氧量的直接影响。

除了缺氧环境中在特殊甲烷氧化菌 NC10门介导下

与反硝化作用耦合发生的 AeOM[25] 之外，大部分

AeOM所利用的氧分子主要指直接来自海水或沉

积物孔隙水的溶解氧。传统观念认为 AeOM仅局

限于含氧量相对较为丰富的浅水海域，但事实上，

近年来随着人类对深海环境的不断探索，越来越多

的研究表明 AeOM还存在于含氧量极低的深海环

境。例如，在 Amon和 Håkon Mosby等多个水深大

于 1 000 m的海底冷泉中，均检测到了明显的 AeOM
作用，甲烷氧化速率为 13～36 mmol/m2/d[26-27]。在水

深超过 3 000 m的 Cheops泥火山（水深 3 005 m）和

REGAG麻坑（水深 3 160 m）中，发现了 AeOM作用

的存在，氧化速率最大可达 289 mmol/m2/d。另外，

一些学者还从微生物及其相关生物标志物角度进

一步证实了AeOM在深海的广泛发育。例如，Li等[28]

发现了水深约 2 000 m的 Guaymas 热液喷口附近水

体中的烃类好氧氧化菌，Talbot等[29] 发现了位于Congo
深水扇北部（ODP 1 075站位）水深达 2 996 m的沉

积物中与AeOM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目前，AeOM的

水深赋存极限仍在持续探索中，这些已有的以及未

来可能发现的深海赋存证据，将拓展人类对 AeOM
在海底极低氧、超高压等极限环境中的认知。

除了含氧量的影响之外，AeOM在沉积物中的

赋存位置还与有机质含量有关。在海底高有机质

沉积区，沉积物中的好氧氧化通常赋存于水体-有氧

沉积物交界处至 1 m深的微含氧沉积物层范围内[7]。

而在海底寡营养区，已有研究表明具有活性的需氧

微生物可以纵深至 86 Ma的沉积物基底 [30]。因此，

AeOM作用在沉积物中的赋存深度也可能远超我们

的预期，其赋存深度极限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海底甲烷垂向渗漏时，在厌氧沉积物层发生的

NO3
−-AeOM与甲烷厌氧氧化可能存在重叠（图 1），

而常规 AeOM通常发生在厌氧氧化作用之后，因

此，AeOM的赋存还与气体渗漏强度、厌氧氧化程

度密切相关。在典型的以扩散控制为主和低/中通

量平流控制的渗漏海域，甲烷厌氧氧化菌能够在气

体上升至含氧沉积物之前，通过厌氧氧化作用把甲

烷浓度降低到可以忽略的水平，此时 AeOM的作用

微乎其微；而在高气体通量或气体穿过厌氧氧化带

后继续上涌的渗漏海域中，AeOM是调节甲烷通量

的另一种重要手段[31-32]。 

1.2    海洋 AeOM 的赋存环境

海洋 AeOM的赋存环境特征与其赋存位置息

息相关。从海底 AeOM赋存位置的纵深角度来看，

AeOM可跨越厘米-米级沉积物表层和百米-千米级

上覆水体中，赋存环境从海水表面的常压、常温、

常氧纵深至海底沉积物表层的高温/低温（分别对应

热液和冷泉系统）、高压、高盐、低氧、寡营养等极

端环境 [33]，由此可见氧化作用的赋存环境条件十分

宽泛。例如，在深海海底高压、低温、低氧等极端环

境下，已报道 AeOM可赋存的较大水深约为 3 000 m，

对应约 30 MPa和 4 ℃ 的温压环境，其氧浓度亦相

对较低 [9]；在热液喷口等高温环境下，AeOM的赋存

温度可达约 260 ℃[34]。另外，在海底极端酸碱环境

中也发现有 AeOM的存在[10]。

除此之外，海洋 AeOM通常伴随于渗漏甲烷垂

向上的动态运移过程，因此甲烷动态渗漏是 AeOM
赋存的特殊环境特征。不同渗漏背景下甲烷来源

不同，根据形成成因差异可将甲烷分为两类，一是

生物成因甲烷，即通过微生物或热分解作用（微生

物成因和热成因）由有机化合物转化而成，碳、氢同

位素范围分别为−90‰～−20‰、−400‰～−100‰，

主要以冷泉流体形式发生渗漏或以扩散的形式通

过沉积物-水界面进入水体 [14, 35]；另一类是地壳中的

无机（非生物）成因甲烷，其同位素标准尚未完全确

定，可与地球化学标准一致（碳同位素值高于

−25‰），也可能与微生物成因甲烷的同位素值重叠

（碳同位素值低于−50‰），无机成因甲烷分布于地

壳深处，可随热液流体在海底渗漏溢出 [36]。随着流

体渗漏速率原位测量或底栖室流体连续取样分析

等甲烷渗漏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大量监测数据显

示甲烷渗漏通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具有多变性，其

物理、化学和生物特征也随之变化 [37-38]。在空间上，

不同渗漏系统或单个渗漏系统的不同部位甲烷渗

漏强度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气体渗漏通量数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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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气体渗漏尺寸和可见度，Etiope[14] 将甲烷渗漏

系统分为宏渗漏系统（Macro-seeps）和微渗漏系统

（ Microseepage） （ 图 1） ， 甲 烷 渗 漏 通 量 跨 度 为

672 ～1.2 L/m2/d。在 Cascadia水合物脊喷口的不同

位置甲烷渗漏强度亦存在差异，渗漏通量从 0.6
mmol/m2/d变化至 11.5 mmol/m2/d[38]。在时间上，任

一固定位置的甲烷渗漏可能存在不规律性的时间

变化特征。例如，Bush Hill渗漏系统近 10年的海底

观测数据显示，从渗漏前期到晚期整体经历了高

速、中速及低速 3个渗漏阶段，其天然气渗漏通量

为 0.59～55 kg/m2/a[39-40]。 

2    海洋环境中驱动 AeOM的氧化菌菌
群特征
 

2.1    好氧甲烷氧化菌的菌群类型

好 氧 甲 烷 氧 化 菌 （ aerobic  methane-oxidizing
bacteria, MOB）是一类以甲烷和甲醇为主要代谢物

质的功能性细菌，属于甲基氧化菌的一个分支 [41]。

传统分类的 MOB属于变形菌门，根据甲醛同化途

径、磷脂脂肪酸组成等特征的不同，MOB可分为

I型（γ-变形菌）和Ⅱ型（α-变形菌）两种类型。随着

分子生物学技术和海底勘探技术的日益发展，对海

洋 MOB多样性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目前，海洋

环境中已发现的好氧甲烷氧化菌主要属于 I型
MOB（ γ-变 形 菌 ） [8]， 例 如 Methylothermaceae 科 [34]、

Methylocicrobium 属[42]、Methylococcales 目中的 Meth-
ylococcus 属和 Methylocaldum 属[43] 等。同时，前人在

海洋环境中还发现了 MOB新菌种，例如由大气氮

作为唯一氮源的 Methyloprofundus sedimenti gen. nov.,
sp. nov.[12]、携带镧系元素依赖型 XoxF5-甲醇脱氢酶

的 I型MOB[44] 等。Wasmund等[31] 在澳大利亚 Timor
海甲烷喷口表层沉积物中检测到的 MOB中大多数

为新菌种，它们的 pmoA 基因序列与公共数据库中

已知序列的相似度均小于 91%，这些数目可观的新

菌种可能能够构成海洋专属的 MOB谱系。相对而

言，海洋环境中 II型 MOB分布较少 [45]，且前人发现

一些 II型 MOB菌株的携带基因特征较为特殊，它

们并未携带MOB普遍具有的由 pMMO编码的 pmoA
基因 [44]。除了传统变形菌门 MOB之外，海底还存

在特殊的疣微菌门MOB和 NC10门MOB[16, 46]。 

2.2    好氧甲烷氧化菌的菌群分布

不同海洋环境中 MOB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MOB菌群丰度存在差异。MOB菌群丰度的

高低与气体渗漏强度、溶解甲烷浓度等环境因素息

息相关。在甲烷喷口或甲烷高异常海域附近 MOB
的丰度明显高于正常海水区，其 pmoA 基因拷贝数的

量级范围一般为 105～106 copies/g，正常海水甲烷背

景区的 pmoA 基因拷贝数通常仅为 103～104 copies/g[8]。
其次，MOB在海水及沉积物中的分布也存在差异，

某些类型的 MOB对海水或沉积物环境存在明显偏

向性。例如在海水中检测发现的 OPU1、OPU3和

Group-X菌群（图 2），与通常从富含甲烷的海洋沉

积物中报道的 MOB类型不同，它们喜好海水中浮

游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海洋水体中甲烷的重要消

耗者，其中 OPU1和 OPU3广泛分布于 110～2 000 m
水深的中深海区域，而 Group-X菌群目前主要发现

于加州大陆边缘 [47]。另外，海洋 II型 MOB可赋存

于包括热液喷口 [48]、正常沉积海区 [44] 等多种海域生

态环境，在这一点上与 I型氧化菌相比并未显示出

特异性。但海水或沉积物孔隙水中的 CH4、O2 及微

量金属元素等环境参数对两类 MOB的分布影响是

十分显著的，例如海洋 I型 MOB偏好赋存于 CH4

高浓度异常环境，II型 MOB则与之相反，这一分布

特征与土壤 MOB相似 [49]。此外，特殊 MOB中疣微

菌门氧化菌不仅可赋存于热液喷口等极酸、极热环

境，还可繁殖在富甲烷-富铁-贫氧的海底环境中 [46]，

而 NC10门 MOB通常多见于海底 NO3
-还原带或海

水最小含氧层中[16]。 

3    海洋 AeOM的甲烷降解潜力及其影
响因子
 

3.1    海洋 AeOM 的甲烷降解潜力

海底任一甲烷渗漏系统都不是恒久存在的，其

气体渗漏必然存在一个时间起点。当气体渗漏逐

渐开始或突然爆发之初，海底正常沉积海水中以低

丰度存在的 MOB及其产生的氧化作用需要多久发

挥效用，是需首先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研究表

明，海底 MOB可以对大规模甲烷输入深海做出快

速响应，响应时间大约为几天到几个月不等 [49-50]。

例如，在 2010年 4月底墨西哥湾“深海地平线”漏

油事故发生后，5月到 6月初海水中携带 pmoA 基因

的 MOB丰度即达到最大值，对应最大氧化速率高

达 5 900 nM/d，最终在 7—8月将大部分的泄露甲烷

（泄露总量高达 50万吨）几乎消耗殆尽[49]。另外，实

验室微生物富集培养研究中同样发现了甲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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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 MOB迅速的生长繁殖反馈。当人为给予实

验体系一定量的甲烷碳源时，好氧氧化菌在 24 h内

最高可暴增至初始丰度的约 213%，在细菌类群中

占比增至约 68%[15]，相较于甲烷厌氧氧化古菌的倍

增时间（1.1～7.5个月）而言明显迅速了很多[51]。

在海底甲烷发生泄漏后，MOB控制下的甲烷氧

化速率通常由以下方式获取：①由野外监测获得的

甲烷浓度、甲烷碳同位素、水流速度等数据代入同

位素动力学模型进行计算；②结合稳定同位素（13C-
CH4）或放射性同位素（ 14C-CH4、

3H-CH4）示踪技术，

通过室内微生物培养方法还原甲烷氧化过程 [11, 52-53]；

③利用充分耦合物理、生物和化学过程的 AeOM生

物地球化学模式，目前常用的 AQUASIM软件借助

偏微分输运 -反应方程进行 AeOM模拟 [54-55]。综合

前人所获数据可以发现（表 1），受海底甲烷渗漏特

征的影响，甲烷好氧氧化强度亦存在强烈的时空变

化。首先，在正常海水沉积背景下甲烷好氧氧化速

率通常为 0.000 1～0.1 nM/d，海底渗漏区的氧化速

率明显高于这一背景值，且不同渗漏区的氧化强度

具有较大差别。例如，美国哈德逊峡谷甲烷渗漏处

海水中的氧化速率为 22.8±17 nM/d[11]，非洲REGAB麻

坑某一渗漏点的甲烷氧化速率高达 28.9×104 nM/d[7]，
相差 4个数量级。其次，同一渗漏区不同位置的氧

化速率可能不同。仍以非洲 REGAB麻坑为例，其

不同喷口位置的氧化速率跨度为 6～289 mM/d，相
差近 50倍之多 [9]。另外，渗漏喷口上方不同纵深层

位的气体氧化速率也存在明显差异。通常在甲烷

浓度较高的层位中气体氧化速率相对较大，例如，

Steinle等 [32] 在对北海北部某甲烷喷口的研究中发

现（图 3），喷口上方凹坑水体中甲烷氧化速率最大

（498 nM/d），对应甲烷浓度 42 097 nM，而其余层位

中最小氧化速率仅为 0.03 nM/d，对应的甲烷浓度也

最低（21 nM）。另外，Steinle等 [32] 还发现海水温跃

层中甲烷的氧化速率也普遍偏高，可达 262 nM/d。
最后，海底渗漏喷口不同时刻的氧化速率也在不断

变化中。墨西哥湾“深海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事

故发生后，Crespo-Medina等 [49] 对该区域进行了长

达 9个月的长期观测，记录了甲烷氧化速率由

0.014  nM/d暴增至最大 5 900  nM/d后逐渐回落到

3～5 nM/d的变化轨迹。甲烷氧化速率随时间的变

化除了受甲烷浓度显著影响之外，还与氧化菌消亡

以及营养物质、微量金属元素缺乏等生理或环境因

素紧密相关。

相较于“变化多端”的甲烷氧化速率，MOB产

生的甲烷截滤效率（ filter efficiency）是决定微生物

发挥效用进而评估甲烷的好氧氧化通量及最终排

放通量的重要参数，它指的是一段渗漏时期内气体

氧化量与气体渗漏总量的比值，需依赖于甲烷氧化

速率的长期监测。纵观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发现，海

底微生物好氧及厌氧氧化作用所产生的截滤效率

可达 90%以上 [56]，但海底各甲烷渗漏系统的气体截

滤效率却存在显著差异。在针对海底沉积物的相

 

 
图 2    海洋水体中的MOB新菌种 OPU1、OPU3和 Group-X菌群系统发育树 [47]

Fig.2    Phylogeny of new putative aerobic methanotrophs （OPU1, OPU3 and Group-X） in marine water column[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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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报道中，好氧与厌氧氧化作用共同产生的甲烷截

滤效率通常无法有效区分，两者产生的截滤总效率

从 4%到 100%均有报道，其中 38组数据中截滤效

率大于 60%的仅为 18组 [7, 43]。当渗漏气体输入海

水后，甲烷截滤效率基本由 AeOM单独完成，其数

值跨度同样较大。例如，Eel River Basin的甲烷截滤

效率仅为 0.2%～0.4%，而 Hudson Canyon的截滤效

率可达 63%[11]。因此，了解甲烷截滤效率存在差异

的原因，同时建立甲烷微生物产生有效截滤效果所

需的时间范围 [43]，将有助于科学评估水合物分解、

泥火山喷发、大规模石油泄露等海底扰动所带来的

生态环境后果。 

3.2    海洋 AeOM 的影响因子

海洋 AeOM所赋存的环境条件特殊且十分复

杂，具有温度、甲烷浓度、氧浓度、微量金属元素等

多种环境因子差异，这些环境因子变量不仅影响着

MOB的生长繁殖，而且还将进一步影响 AeOM过

程。关于这些影响因子差异下的 AeOM规律已有

相关报道，且多采用模拟实验手段以某一环境因子

为实验变量进行AeOM过程研究。但对于海洋AeOM
所面临的某些特殊环境条件目前研究尚不深入，例

如海底压力、甲烷的动态运移状态等。其中，海底

高压环境是 AeOM需面临的一个特殊环境条件。

随着好氧甲烷氧化菌及其相关生物标志物记录在

深海海域的广泛报道 [29]，对海洋 AeOM的压力赋存

极限认知也在不断突破。近年来，地下煤层瓦斯的

AeOM实验研究发现，压力是影响 AeOM的重要因

素，压力越大越有利于甲烷的氧化降解 [63]，但其并

未从微生物层面深入探讨其中缘由，且最大设计压

力（5 MPa）与深海 AeOM赋存压力（可达 30 MPa左

右）存在较大差距，无法准确推测海洋 AeOM的氧

化特征。还有一些学者利用深海环境样品开展了

原位高压状态（≤10 MPa）实验研究，阐明了高压状

态下的氧化菌类型及好氧氧化速率 [64]，但对压力如

何影响 AeOM过程仍缺乏了解。

另外，海底甲烷动态运移是海洋 AeOM的另一

特殊环境条件。海洋环境中参与 AeOM的甲烷气

体不是静止的，而是以一定渗漏速率在沉积物表层

及海水的长距离运移过程中发生好氧氧化作用[65-66]，

并且底甲烷的渗漏运移速率差异较大，目前已测得

的速率范围为 672 ～1.2 L/m2/d，可达 4个数量级 [14]。

在甲烷厌氧氧化的实验研究中，已有报道证实了甲

烷动态运移是影响厌氧氧化过程的重要因素 [67]，并

阐明了不同运移速率下厌氧氧化速率和氧化菌菌

群的显著差异 [68]。然而，目前对海洋 AeOM的研究

仍多侧重甲烷静止状态下的氧化过程，包括静态AeOM
的碳同位素分馏机制、氧化菌菌群特征等 [69-70]。

 
表 1    由野外监测及室内培养方式获取的海洋甲烷好氧氧化速率数据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f marine aerobic methane oxidation rates obtained by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aboratory culture experiment

位置 水深/m CH4浓度/nM 好氧氧化速率/(nM/d) 文献来源

野外监测数据

正常海水背景 − 0.5～5 0.000 1～0.1 [49, 57]

Håkon Mosby泥火山 1 250 ＞104 22×103～36×103 [58]

墨西哥湾GC185 50～530 2.4～274 0.002 8～0.7 [47]

REGAB麻坑 3 160 200～3 600 6×103～289×103 [9]

Amon泥火山 1 120 2×106 13×103～30×103 [27]

墨西哥湾Macondo油井 0～2 000 0～1.8×105 0.014～5 900 [49]

斯瓦尔巴特大陆边缘 0～380 9～100 ＜3.2 [59]

北海北部某井喷 98 5～42 097 0.03～498 [32]

哈德逊峡谷 350～532 5.72～96.6 22.8±17 [11]

实验测试数据

墨西哥湾Macondo油井 ～1 000 570～18 300 0～820 [60]

圣芭芭拉盆地 530～2 600 4～242 0.6～491 [57]

圣芭芭拉海峡煤油富集区 5～70 ＜1 900 0.01～100 [61]

斯图尔峡湾 0～160 20～72.3 ＜2.3 [62]

北海 − 300 2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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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些研究虽已考虑甲烷运移状态下 AeOM
的动态情境 [71]，但关于甲烷运移状态对 AeOM的影

响研究目前并未涉及，甲烷氧化菌的群落多样性及

群落丰度有何表征，不同渗漏状态下气体氧化潜力

如何，氧化潜力与渗漏状态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

系，这些问题尚未探究清楚。 

4    结论与展望

（1）海洋 AeOM可赋存于超 3 000 m水深的深

海海底、热液喷口等极端环境，相对于陆地生态系

统而言，海底高压、深部甲烷渗漏运移等是甲烷好

氧氧化所面临的特殊环境特征。

（2）海洋环境中 I型好氧甲烷氧化菌最为常见，

沉积物、水体两种赋存环境以及孔隙水中甲烷、微

量金属元素浓度等环境条件是影响 I型和 II型氧化

菌赋存分布的重要因素。

（3）海洋环境中 AeOM强度具有显著时、空差

异，受温度、甲烷浓度、氧浓度和微量金属元素等

环境因子影响显著，但海底特有的高压、甲烷渗漏

运移等环境因子影响下的 AeOM特征尚缺乏研究。

随着人类深海探索之路的不断延伸，深海极端

环境下的生命现象与过程一直是持续的研究热

点。深海极端环境的主要特点是高压、低温（大洋

沉积物表层）或高温（海底深部沉积物和洋壳）、没

有阳光、缺氧、局部高盐或高酸碱度等。在这样的

“生命禁区”中，甲烷好氧氧化菌的生存极限可能会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进一步完善人们对甲烷氧化

菌生理生态特征的认识。同时，结合不断发展的分

子生物学技术，海底更多极端嗜压、耐低氧的甲烷

氧化新菌种可能会被发现，并可能形成海洋专属的

进化分支，丰富传统已有的分类方案。

目前，现有研究在特殊且复杂的海洋环境中

AeOM规律及其影响因子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尚

未探究清楚，尤其对海底高压、渗漏甲烷的动态运

移等特殊环境因子影响下的 AeOM规律认识不

清。单纯依靠海底原位的长期监测及连续采样，操

作难度大且成本高昂，借助实验模拟手段还原海底

高压渗漏状态下的动态氧化过程，可能是探究以上

问题的重要途径。海洋环境中 AeOM规律及其影

 

 
图 3    北海北部某一气体渗漏喷口甲烷渗漏和氧化情况

a.喷口示意图，b. 喷口实景照片，c. 喷口上方渗漏气体的声纳图像，d. CTD温度剖面及不同层位的甲烷好氧氧化速率 [32]。

Fig.3    Methane leakage and oxidation at a man-made gas blowout in the North Sea

a.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a gas blowout crater in the northern North Sea, b. photograph of the center of the crater, c. sonar image of the blowout gas flare,

d. temperature profile and average water-column methane oxidation rates[32].
 

第 41 卷 第 5 期 李晶，等：海洋环境中甲烷好氧氧化过程的研究进展 73



响因子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海洋中甲

烷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对深刻揭示甲烷迁移转化

机制、科学评估甲烷生态环境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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